

领导干部下基层“三解三促三实现”活动

简   报

第8期

（总第255期）
宿迁市领导干部下基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5月20日

市领导民情日记（八）

市长民情日记②：我想打工

王天琦

5月13日  晴
今天的早饭，老甘准备了杂粮稀饭和当地的叶家烧饼。我和老甘两口边吃边聊。　　

老甘有三个子女，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各已成家，都在市区打工。“儿女们都很懂事，争着给我们钱花，逢年过节还给添这添那的，就是平时太忙，很少回来”，说起儿女，老甘两口脸上堆满了笑容。　　

“儿女孝顺是福气，现在生活好了，平时要多搞些娱乐、锻炼锻炼身体，安享晚年。”我接着话茬。

“乾隆行宫那有个老年娱乐队，一大早就会演戏，看的人很多，我和庄子里的人经常去。”　　

乾隆行宫老年娱乐队？我临时决定前去看看。　　

时间还不到七点半，刚到乾隆行宫的大牌坊下，远远就听见锣鼓喧天。走到近前，只见广场上人头攒动，跑旱船的、赶毛驴的、耍钱竿的、扭秧歌的，周围看热闹的也跟着乐呵。这种原本在农村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看到的喜庆场面，却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上演。　　

有群众认出了我，便停了下来，热情地打招呼。他们告诉我，每天早上6点到8点，都会来这跳舞。我便问道：“你们都来跳舞，家务、小孩怎么办？”“小孩上学，别的也没什么事，无聊，过来跳跳舞，打发打发时间。”“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愿望？”“想打工！”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但是，打工了，就不能天天跳舞了啊？”“有班上了，哪个还天天来啊？谁叫俺这里没有厂！”后面一位大姐挤了上来，嗓门特别大，引得现场一片欢笑。

我也勉强地跟着笑，但总感觉心里堵得慌，本以为跳舞仅仅是自娱自乐这么简单，可大家的回答中却夹杂着“无聊”、“打发时间”、“这里没厂”的无奈。　

回来途中，看见地里的小麦已经微微泛黄，长势很好，今年一定又是个丰收年。但有的地块麦子却很扎眼，分不清是麦是草。同行的孔祥胜告诉我，这一定是家主在外打工，地不种不好，种了却又没时间回来管理，长荒了。　　

“村子里大都出去打工了，近的在市区，远的在苏南、上海，甚至更远。很多打工的一年也回不来几次，有的干脆就不回来了，村子里基本上空了。”孔祥胜颇有些感慨。

我不由地想起20多年前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外来妹》，片尾曲《等你在老地方》：“年复一年，梦回故乡，天边的你在心上，把那沧桑珍藏在行囊，独自在路上，忘掉忧伤……”尽管现在通信、交通非常先进便捷，尽管工厂的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设身处地地想想，背井离乡、天各一方的忧伤是刻骨铭心的。家庭分居，孩子留守，这些社会问题影响和伤害的绝不仅仅是一两代人。农村在打工的大潮中，难以遏止地落寞甚至衰败……

“要是我们这里能有一些企业就好了，老百姓在家门口打工挣钱，还能照顾老的少的，人多了，村子里也就热闹了。”回到村里，我骑上自行车继续走访，看望老党员、贫困户，他们见到我谈得最多的还是打工。“不要说我们村里了，就连镇上也没有几家像模像样的企业。”

的确，皂河镇工业很弱。全镇目前三产比例是38.5︰12.3︰49.2，一产占比高出全市平均水平24.7个百分点，工业化率不足10%，远不到工业化初期20%的最低门槛；人均GDP11207元，约合1799美元，连工业化初级阶段下限的2000美元都没到。全镇工业企业总共只有70家，正常生产的还不到40家，规模企业更是为零，可以说是个纯农业社会。　

2011年至2013年，我市外出务工人数分别是71万、67.4万、65万，呈逐年下降趋势。随着我市工业经济的发展，企业数量的增多，出现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现象是一种必然。但在皂河，却恰恰相反，这三年全镇外出务工人数分别是14825人、15632人、16719人，逐年在增加，这一降一升，很值得我们反思。工业不成气候，企业又这么少，提供不了多少岗位，怎么能留住人？　　

按说皂河镇距离市区不过15公里，又有宿邳一级路和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地理区位算是比较优越的了，工业发展不应如此滞后。其中的症结大伙心里都明白——这片区域长期被定位为滞洪区，承担着周边地区洪水的疏导任务，导致无论是财政资金还是社会资本，都不愿往这里投。特别是按照政策的规定，滞洪区限制发展工业，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几乎只有农业这条路可走，也导致这一区域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

这里的房子依路而建，为了避洪，都建在高高的庄台上。村里的土路，高低不平，崎岖难行，有的地方只能推车步行。下车好几次后，我们来到了80岁的老党员蔡墩友家。蔡大爷家就坐落在故黄河边，门前一道挡洪大坝，绵延数里，很是壮观。　

“真是又结实又牢固啊，这样的堤坝防洪真是没得说。”我不由地赞叹道。“有什么用啊，57年发洪水后，国家建了这个坝子，结实倒是结实，但后来就没发过水。”蔡大爷话中有话，耐人寻味。　　

黄墩湖滞洪区在历史上确实水患频发，最后一次强迫分洪是在1957年，并从那以后设立滞洪区。但自上世纪70年代嶂山闸建成以来从未泄过洪，特别是在当今综合水利设施建设和水文气象监测能力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其泄洪可能更是微乎其微。　　

如果说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受科学技术、生产条件所限，舍小家、保大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决策，那么时过境迁，在今天各方面情况都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还用50、60年前的决策来指导现在的工作，那与刻舟求剑又有什么不同？我们不应以50年、100年一遇的概率，来牺牲一个区域未来的发展，牺牲当地老百姓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这么多年来，对于黄墩湖滞洪区，我们不能发展工业，只能用行政推动和政策激励相结合的办法，大搞结构调整，发展高效农业、温室大棚，但多年折腾下来，除了水利设施，什么也没留下。“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领着农民赚”，这句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很难。很多时候，“做给农民看”时是挣钱的，等到了“带着农民干”的时候，已经不挣钱了。

其实，农民最有智慧，也最有想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他们不用你去指导具体干些什么，他们最知道怎么做能赚钱。政府应做的就是招引优质企业落户乡镇，让他们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给他们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

“政府如果让你养猪，你养鸡就对了。”这句话或许有些偏激，但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确常常最后获得市场信号。如果再用行政决策去干预微观经济，那肯定会出问题。政府该做的，不是要命令农民做什么，而是不要轻易禁止农民做什么，更应该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做好各种服务工作。

田新民已87岁高龄，坐在凳子上，听到村支书介绍我是市长，很是激动，嘴里反反复复念叨三个字，浊泪盈眶。听大家解释才知道老人家说的是“王圩穷”。是啊，好多年过去了，王圩村依然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这已经成了老人家的一块心病。

周围的邻居纷纷聚拢过来，看到中间两位青年，我打趣地说，“你们俩是我这两天在村里看到的最年轻的年轻人了。”他们笑着说，自己也是刚刚打工回来，歇两天还得去。

“你们都想出去打工吗？”　

“年轻人都想出去闯闯，到大城市开开眼界。”　

“不想也没办法啊，不出去打工就苦不到钱啊。”　　

关于打工，村民田宜楼给我算了一笔“小挂账”：王圩村传统耕作模式是一季麦一季稻，一般每亩800斤小麦、1100斤水稻，按照当前的行情，一年最多收入2500元左右，刨去机耕、籽种、肥料、农药、人工等成本，一年下来，一亩地纯收益在1000元左右，王圩村户均6亩地，一户人家一年种地纯收益只能在6000元左右。而外出打工，光一个人一年少则能挣3万元，多的4万元甚至更高，比种地要划算多了。　

当然，打工也要防止上当受骗。年轻的村民韩利不无酸楚地说出了自己在附近打工的经历，“我平时在工地上包点水电工程做做，但现在农村的建筑市场比较混乱，层层转包情况很多，不少项目都是包工头垫资建设，到头来开发商不给建筑方钱，建筑方就很难保证我们这些小工头的钱，小工头只能欠工人的钱。”　

其实，又何止韩利这样的小包工头担心拿不到钱。有的时候，出去打工的人辛辛苦苦几个月甚至一年下来，却几乎拿不到一分钱。那种劳累付出后却颗粒无获的无奈、委屈和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各级政府应该针对群众反映的种种实际问题，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对建筑市场、劳动力市场实施有效的监管，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和劳动所得。

一路下来，尽管村民七嘴八舌地提了很多问题和要求，但期盼就近打工的愿望却惊人的一致。他们对土地的情感非常深厚又非常复杂，虽然和土地仍然难以割舍，但却几乎百分之百地建议土地集中、流转。他们投注的目光开始离开了土地，他们关注的重点开始离开了土地，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开始离开了土地……　　

我们应该更加敏锐地捕捉苏北农村新动向。农民兄弟很明白，自己致富，必须增加工资性收入，前提是充分就业。但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中国其他地方的发展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也镜鉴了教训，土地如何节约集约，环境生态如何保护，凡此等等，需要我们既有担当又有智慧。　　

但无论怎样，在老百姓心中，各级干部如果远离群众的需求，他的工作就毫无价值；失去了群众的拥戴，他将什么都不是！

分送：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直各部门、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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